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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网时代”的伦理风险

蒋 艳 艳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摘   要:网络媒介的发展瞬息万变,未来它将走向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泛在

网”,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崭新的“泛在网时代”。泛在网将对“主体”产生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影

响,造就出“去稳定化”的“新主体” “电子人”“沉浸人”和“后人类”的糅合体。“泛在网时代”潜
在的伦理风险正是根源于泛在网塑造的“新主体”。由于伦理建构的神圣根源是家庭及其成员,家
庭是伦理建构的自然始点,它的成员是始点之始点,泛在网下的“新主体”将模糊男女两性的伦理

性格,乃至改变子女的伦理角色,从而深刻动摇伦理建构的神圣根源,变革伦理建构的生成路径。

应对“泛在网时代”的伦理风险,要求学会伦理地思考,及时发出可靠的伦理预警,提前作出合理的

伦理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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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RisksintheUbiquitousNetworkEra
JIANGYan-yan
(SchoolofHumanities,SoutheastUniversity,Nanjing211189,China)

Abstract:Internet mediais developing rapidly,which willcomeinto the
ubiquitous,omnipresentandomnipotent“ubiquitousnetwork”inthefutureand
pushhumansocietyintoanew “Ubiquitous Network Era”.Theubiquitous
networkwillhaveadeepandfundamentalinfluenceonthe“subject”sothatitmay
buildupa“newsubject”without“stabilization”,i.e.,thecombinationofcyborg,
immersivepersonandposthuman.Theethicalrisksofthisneweracanbe
attributedtothe“newsubject”builtupbytheubiquitousnetwork.Becausethe
sacredsourceofethicalconstructioniscomposedofthefamilyanditsmembers,
thefamilyisthenaturalstartingpointofethicalconstructionwhileitsmembersare
thestartingpointofthebeginning.The “newsubject”undertheubiquitous
networkwillblurthemoralcharacteristicsofmenandwomenandchangethe
ethicalroleofoffspring.Asaresult,itwillprofoundlyshakethesacredrootof
ethicalconstructionandtransformthegenerativepathofethicalconstruction.To
dealwiththeethicalrisksinthe“UbiquitousNetworkEra”istolearntothink
ethically,puttingforwardareliableethical warningintimeand makinga
reasonableethicalplaninadvance.
Keywords:ubiquitousnetwork;subject;family;member;ethicalrisk

  在短短半个多世纪内,网络媒介已历经沧海

桑田。它摇身一变,从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联

通,发展至人与人之间的联通;从有限的科研和军

事领域,拓展至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如今,网络



媒介又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将由计算机

与计算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联网”,走向人与

物、物与物之间的“物联网”,乃至走向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泛在网”。

网络媒介的发展瞬息万变,未来的“泛在网时

代”并非遥不可及。届时,“泛在网时代”将具有何

种伦理前景? 将具有何种文明生态? 是对传统的

继承,还是对传统的颠覆? 这是我们必须预先审

视的前沿性课题。事实上,“泛在网时代”可能遭

遇的最大伦理风险是:泛在网将彻底变革伦理建

构的神圣根源,其变革之力集中作用于“主体”
之上。

一、泛在网与“去稳定化”
的“新主体”

  泛在网并非是一个独特的、新型的网络媒介

形态,它是物联网发展的理想形态和终极目标,也
是网络媒介发展的未来形态。物联网的发展搭建

在现有互联网基础之上,旨于补偿互联网在人与

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信息传递的局限性。当物联

网技术囊括了信息活动的所有环节,直接从信息

世界渗透入物理世界的方方面面时,它将最终迎

来自己的成熟状态 泛在网。泛在网实际上是

一种包罗万象的网络形式,它整合了多样化的信

息通信技术,包含着传感网、物联网、互联网和通

信网,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交往模式

“一网打尽”。
建筑师、城市学家威廉·J.米切尔早年就前

瞻性地设想了未来的泛在网形态 一个包含

“人体网络”“社会群体的电子化疆域”“由地表蜂

窝系统、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和LEO全球卫星系

统覆盖的广阔地域”三大层级的智慧星球[1]。未

来最为完善的泛在网已不仅旨于构建外在的网络

信息环境,它更强调构筑人类自身的泛在网络基

础,实现由内而外的网络泛在化实践。人体最终

逐渐成为某种电子存在物或电子人,完全融入于

全球网络之中。“人类与机器间的共生合成体”不
再只是幻想,它成为“泛在网时代”人类的现实形

态乃至常态。
纵然未来“泛在网时代”犹如一个变幻无穷的

科幻世界,深不可测、难以寻摸,但它仍延续着信

息方式的结构性作用:信息方式以其特有的语言

构型及其结构性权力促使其在新的交往行动中建

构着主体、世界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确,在某种

意义上说,现时形态的互联网和未来形态的泛在

网都将影响作为“主体”的“人”。可互联网本质上

还只是一种交往方式的重组,其对“主体”的构建

还停留于“主体”的隐喻层面。因为它对现实世界

的影响相对有限,并且有限的影响又局限于特定

的领域中;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泛

在网将对“主体”产生更为根本的影响。它不仅直

接作用于现实世界,而且将覆盖现实世界的方方

面面,甚至连人本身也无法逃脱泛在网技术的

侵入。
泛在网下的“新主体”可能表现为何种形态?

从泛在网的技术特性出发,泛在网下的“新主体”
可能是一种“电子人”。电子人原指一种机械有机

体,以无机物所构成的电子机器构成了有机体身

体的一部分。后来唐娜·哈拉维将电子人从技术

层面向文化哲学层面拓展,把它作为有机体与电

脑的混合存在方式,代表一种有关身份、性别和政

治的新隐喻。黄鸣奋教授区分出“观念电子人”
“功能电子人”和“植入电子人”[2]。如果说互联网

下的“新主体”处于“观念电子人”向“功能电子人”
的过渡阶段,更多强调隐喻意义,那么泛在网下的

“新主体”则在增强“功能电子人”能力的同时,逐
渐向“植入电子人”进阶,从隐喻意义向现实意义

转变。
从泛在网的传播特征出发,泛在网下的“新主

体”可能是一种“沉浸人”。李沁教授指出泛在网

的出现、应用与普及将对现有传播模式产生变革

性影响,呈现全新的“沉浸传播”特征:“以人为中

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

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

播”[3]。人在沉浸传播中被构建成一种新的形态

“沉浸人”。人不仅“沉浸”于泛在的媒介环境

之中,成为“环境型沉浸人”,而且也开始被泛在媒

介“浸透”自身,演变为“主体型沉浸人”。从而得

以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自由且自然的沟

通。“沉浸人”的成熟形态即是未来“人机合成”的
生物媒介。

从人类的生命形态演进出发,泛在网下的“新
主体”可能是一种“后人类”。“后人类”是“一种将

人造器官、人造物件或电子软件和人的自然肉体

有机结合的人-物系统或人-机系统”[4],它将从

根本上颠覆人类纯粹的自然肉体,实现自然力量

和人工力量的完美契合。“电子人”和“沉浸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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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走向便是一种典型的“后人类”形态。当电子

人由增强型功能电子人发展至植入电子人,当沉

浸人由环境型沉浸人发展至主体型沉浸人时,人
类即会成为一群自然肉体与信息通信技术有机合

成、相互协作、和谐共存的“后人类”。
总体上说,泛在网下的“新主体”应当是以上

三大形态的糅合体,从多方位解构着现实世界的

主体形态。它将继续延续乃至强化互联网下“主
体”的“去稳定化”隐喻,并最终转变为现实情境。
实际上,因为泛在网仅是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并
未去改变“主体”的生物属性,所以这些影响多体

现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深入

探究泛在网对伦理建构可能造成的前瞻性影响。

二、家庭及其成员:伦理

建构的神圣根源

  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和黑格尔道德哲学早已揭

示出家庭在伦理建构过程中的自然始点地位。在

中国伦理的“五伦”范型中,君臣、朋友是人伦,即
社会伦理关系;父子、兄弟是天伦,即家庭伦理关

系;夫妇介于天伦与人伦之间。“五伦”范型遵守

“人伦本于天伦而立”的价值规律,即家庭伦理关

系是社会伦理关系的价值起源。黑格尔道德哲学

则比较了家庭、民族两大伦理实体,家庭遵循“黑
夜的法律” “神的规律”,民族遵循“白日的规

律” “人的规律”,民族是由家庭发育成长而

来,它以家庭为“现实的元素”,最终成为一个“现
实的实体”。

家庭之所以能成为伦理建构的自然始点,关
键在于它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以“爱”为规定。
“所谓爱,一般说来,就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人的

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5]175“爱”的
本质规定是“不孤立”“不独立”,是自我与他人的

统一。于是,“爱”让个体扬弃个别性,使个体在与

他人的关联中,以整体性为依归。这种整体性正

是伦理的实体性。但“爱”从根本上讲是“感觉,即
具有自然形式的伦理”[5]175。“爱”只是一种感觉、
一种情绪、一种情感,这就注定了家庭伦理实体是

最为本真的、直接的、自然的伦理实体。
如果说家庭是伦理建构的自然始点,那么家

庭成员则是始点之始点。“因为伦理是一种本性

上普遍的东西,所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不

是情感关系或爱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似乎必须

把伦理设定为个别的家庭成员对其作为实体的家

庭整体之间的关系。”[6]家庭伦理的构建首先建立

在男人与女人缔结的婚姻关系基础之上。后者之

所以是“家庭整体”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因为婚姻

以伦理本性为其真理。“婚姻作为直接伦理关系

首先包括自然生活的环节。因为伦理关系是实体

性的关系,所以它包括生活的全部,亦即类及其生

命过程的现实。但其次,自然性别的统一只是内

在的或自在地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它在它的实存

中纯粹是外在的统一,这种统一在自我意识中就

转变为精神的统一,自我意识的爱。”[5]176177“婚姻

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5]177一切“爱”的
本质都是自我与他人的统一,即“不独立”“不孤

立”。“伦理性的爱”的特殊之处是,它扬弃了“爱”
的自然性与偶然性,促成“双方人格上的同一化”。
正是基于“伦理性的爱”,婚姻才能培育出一种“实
体性的自我意识”,造就“整个的个体”即“家庭整

体”。对于处于婚姻中的男女双方而言,他们应抛

却自身自然的和单个的人格,超脱一时自然冲动

和特殊偏好的偶然性,使婚姻被提升为作为实体

性的东西应有的合法地位。
然而这仅完成了家庭伦理建构的主观方面,

暂时缺乏现实性和实在性。男女婚姻关系需进一

步落实为家庭财富。“所有权所以合乎理性不在

于满 足 需 要,而 在 于 扬 弃 人 格 的 纯 粹 主 观

性。”[5]50家庭财富的伦理意义是,它将男女双方

的特殊需要和个人欲望降格为一个次要的环节,
使“对一种共同体的关怀和增益”、“一种伦理性的

东西”跃居到一个主导性的精神层次。但即便如

此,家庭财富在根本上仍旧是一种异己的外在物。
家庭的伦理实体性人格只有在子女身上才能真正

实现内在的统一。“在子女身上,母亲爱她的丈

夫,而父亲爱他的妻子,双方都在子女身上见到了

他们的爱客观化了。”[5]187“父母把这种对象即子

女作为他们的爱、他们的实体性的定在而加以爱

护。”[5]187伦理意义上的子女是夫妻双方的精神性

产物。在精神性的东西中,家庭的伦理实体性人

格扬弃了家庭财富的外在性与异己性,获得了真

正的、精神性的统一。
家庭伦理建构遵循“男人与女人-父母与子

女-家庭”的道德哲学逻辑,由此可窥探到作为各

家庭成员在家庭伦理建构的地位与功能。婚姻关

系中的男女充当着家庭伦理的两大原素,而受父

母养育的子女则担负起家庭伦理的定在作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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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外,两大原素和一大定在也一并承担着使家

庭向更广阔的社会、国家过渡的任务。女人倾向

于维系家庭伦理实体,而男人倾向于离开家庭走

向社会;一旦子女长大,他们也会渐渐从家庭走

出,步入社会。所以,像男人与女人、父母与子女

这类家庭成员,他们在伦理建构中显得尤为关键。
只有当成员们守卫着自身应有的伦理地位与功

能,家庭伦理建构及整个伦理建构才能得以顺利

开展。

三、“新主体”下的两大伦理风险

伦理建构以家庭及其成员为神圣根源,家庭

是伦理建构的始点,而它的成员是伦理建构的始

点之始点。未来的泛在网将塑造出“电子人”“沉
浸人”“后人类”的糅合体,“去稳定化”的“新主体”
势必将改变传统的主体形态,继而影响各家庭成

员的伦理地位与功能。家庭成员的传统伦理地位

与功能是家庭伦理建构及整个伦理建构的价值基

础和文化保障,一旦被颠覆,伦理建构的现有轨迹

便将发生震荡乃至断裂。

1.男女两性的伦理性格风险

伦理风险之一是作为伦理原素的男女两性的

伦理性格风险。“去稳定化”的“新主体”意味着男

女两性的社会性别日益模糊,随之引发两性伦理

性格也呈现出模糊样态。这将解构男女两性的传

统伦理地位与功能,影响家庭伦理建构及整个伦

理建构的原有路径。
虽然泛在网技术不能修改人类的生理性别,

但它能改变人类的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是解剖学

意义上的性别区分,是先天的和自然的,不可轻易

改变;社会性别是一种流动的建构,是在男女两性

生理因素基础上,社会文化因素参与作用的结果。
人们的行为差异更多不是由生理差异所决定,而
是由社会文化建构决定的,是一种流动的经验。

媒介如何影响性别是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重

要议题,这些研究着力评估、判断大众媒介在社会

性别建构方面发挥的作用,侧重于检视媒介制作、
媒介文本和受众影响三大领域。最先引发此类反

思的媒介是电视媒介。如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

约书亚·梅罗维茨曾表示:“电视以集中方式攻击

了男性和女性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它融合了传统

上不同的性别信息系统,模糊了性别的公开与私

下行为的分界线,破坏了物质隔离作为性别隔离

决定因素的重要性。”[7]191

电视媒介的信息传播水平仍相对局限,受限

于固定的时空因素与有限的参与对象。泛在网在

模糊男女两性社会性别特征上有着更大的潜力。
假如人们生活在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

能的泛在网中,人们的现实生活,甚至人体本身都

将被泛在网所包裹。各个生活节点均布满信息传

播设备,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自

由传送信息不再是天方夜谭的科幻梦想。泛在网

在技术层面将人与物囊括到一个更为平等、正义

的信息交换场域中,不仅消除人与物之间的信息

流通屏障,而且填补人类信息交换的性别差异,使
男性与女性在更大程度上获得平等的信息系统地

位。参照梅罗维茨的理论,社会性别差异与信息

系统差别密切相关,信息系统地位的日趋平等将

致使社会性别特征的模糊,后者进一步影响男女

两性的伦理性格。
伦理性格是社会性别在意义世界中的核心表

征,是个体对普遍物的态度及其行为方式的一种

稳定的人格特征,是个体看待并追求普遍性意义

的能力表现。在传统的信息环境中,男女两性的

伦理性格呈现出显著的社会性别差异:男女两性

通过缔结婚姻共同构成家庭伦理建构的基础,女
人的伦理能力在于维系家庭伦理实体,而男人的

伦理能力则在于离开家庭,使家庭推进至社会。
男女两性的明确“分工”造就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家

庭伦理建构及整个伦理建构的生态文明。一旦两

者的社会性别因信息系统地位的改变而改变,他
们的伦理性格也将遭遇变革性的动摇:或出现男

性偏向,或出现女性偏向,抑或是两类伦理性格的

互换或中和。无论何种情形,都将会深刻影响男

女两性伦理功能的发挥,影响家庭伦理建构及整

个伦理建构的实现路径。

2.子女的伦理角色风险

伦理风险之二是作为伦理定在的子女的伦理

角色风险。“去稳定化”的“新主体”同样意味着对

家庭中子女的影响。新的信息环境使子女急剧成

熟,社会化进程加快,社会角色发生改变。伦理角

色作为社会角色的价值根源,也将发生相应变化,
进而动摇子女的传统伦理地位与功能,给家庭伦

理建构及整个伦理建构带来挑战。
泛在网暂且不能改变人的生理年龄,但它却

可以影响人的社会化进程。社会化进程具体表现

为一定的社会角色。儿童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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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不单属于生物学范畴。它

是伴随着社会文明进步而逐渐成长起来的概念,
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赋予其相应的内在心理表

现与外在行为特征。媒介环境学派创始人尼尔·
波茨曼已揭示:“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儿童的存在

还不到400年的历史。”[8]他将媒介环境的变革作

为儿童概念产生的缘由,并创造性地断言,如果说

印刷媒介的出现创造出一个现代意义的儿童概

念,那么电视媒介的流行将会造成“童年的消逝”。
据此梅罗维茨使用社会行为研究方法再次验证了

信息系统与社会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发现电视媒

介确实与儿童的社会化进程紧密相关:“电视对

‘成年阶段’ 它的保守秘密以及秘密的秘密

的暴露破坏了传统上童年的天真角色和全知

的自信的成人角色,并造就了一种向‘中区’的、单
一年龄行为风格发展的运动。”[7]240

电视媒介给儿童打开了一个了解世界的新窗

口,但电视媒介给儿童创造的信息系统仍是一种

被动模式,终究受制于家长的管控。泛在网的信

息系统更具开放性、渗透性和主动性,会在更大程

度上加快儿童的社会化进程,改变其传统的社会

角色。在泛在网时代,不仅男女两性有着平等的

信息系统地位,儿童也可和成人一样接触、使用泛

在网技术,从而大幅度缩小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信

息鸿沟。儿童或青少年相较于年长者来说,往往

又更易接受、认可和使用新技术。他们将在信息

传播中超越自己的父母与长辈,越来越占据引领

和主导地位。儿童信息系统地位向成人的逼近乃

至反超又将急速加剧儿童的社会化进程,使其向

成人的社会角色进阶。
社会角色是个体在社会群体中被赋予的身份

及对应的功能。伦理角色是社会角色的“上位”概
念,是社会角色的价值根源。它是个体在建构伦

理普遍性过程中被赋予的身份及其对应的功能。
子女在社会角色中的快速成长,将伴随着其伦理

角色的转变。传统的伦理建构要求子女应分担特

定的伦理角色,要求他们必须接受来自父母的教

化,以便家庭伦理实体得以维系和现实化。倘若

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信息系统地位的差别缩减甚至

反转,家庭教育必然式微,子女的普遍化教养必然

缺失,导致子女过快走出家庭,投入社会。如此,
不仅家庭伦理实体将丧失其稳定性,而且社会伦

理实体也将凸显其个体化和碎片化。

四、“泛在网时代”的伦理出路

泛在网技术进化我们的生活,同时又将我们

推向危险的境地。它因建构“去稳定化”的“新主

体”,模糊男女两性的伦理性格,改变子女的伦理

角色,进而动摇伦理建构的神圣根源,变革伦理建

构的生成路径,最终可能瓦解人们不可或缺的精

神世界,冲击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世界。虽然泛

在网技术目前尚未实现,但却已在观念中“在场”。
假以时日,泛在网技术或许就能像互联网一样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主导着日常生活。
因而,与其惊慌失措,不如未雨绸缪,学会伦理地

思考。
首先,在发展泛在网技术时,学会伦理地思考

要求人们重视伦理的传统力量,及时发出可靠的

伦理预警。
伦理是人的本质和真理。作为一种不可侵犯

的神圣理念,伦理不可撼动。劳尔斯·黑尔德认

为人始终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诉求:彰显个体性诉

求的意志自由与表达普遍生活意愿的交往行为。
其中,个体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实体性更接近于

人的本质和真理,是人的终极目标和终极任务;而
伦理与实体性、普遍性、普遍生活直接相关。因

此,无论网络媒介技术发展到何种境地,人们都应

始终重视伦理,保持清醒的伦理意识,培养敏锐的

伦理自觉和形成坚定的伦理信念。无“伦理”,不
成“人”。

所谓伦理风险不是伦理本身的风险,更多是

一种伦理建构方式的风险。作为伦理理念的对象

化存在,伦理建构的方式却在随着时代发展而产

生变动:“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

行探讨”[5]173。只有当我们坚守住伦理建构方式

的价值根源,才能有效地缓解乃至避免伦理风险

的产生,而最为根本的价值资源一直蕴含在传统

之中。从人类文明发展、个体生命发育及人类社

会发展最初所呈现的混沌一体、直接同一的状态

中,能窥见实体性的文化密码即伦理基因式地深

藏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和黑

格尔道德哲学在理论层面共同揭示了这份集体记

忆中的传统伦理智慧:以家庭为始点、以家庭成员

为始点之始点的伦理建构路径。两者之间的中西

文明对话更表明传统伦理智慧的普适性。如果时

代的发展无节制地否定了传统伦理智慧,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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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无根源、无精神、无灵魂的原子式存在。
“泛在网时代”潜在伦理风险即是对传统的颠覆。
因而,在发展泛在网技术时应预先以传统的伦理

态度谨慎对待,及时发出可靠的伦理预警,开展批

判性的伦理反思。应科学、合理、适度地发展泛在

网技术,制定合乎伦理价值的技术发展规划、技术

监控制度和技术评价机制。尽可能不影响家庭及

其成员伦理地位和功能,有效保证伦理建构的有

序推进和协调发展,实现人们精神世界与生活世

界的和谐共进。
其次,在发展泛在网技术时,学会伦理地思考

要求人们挖掘新的伦理资源,提前作出合理的伦

理谋划。
对传统伦理智慧的坚守,并不意味着为了固

守传统而限制乃至反对发展泛在网技术,而是意

图强调应当坚守的价值底线。一种更为积极的应

对策略是变“被动的预警”为“主动的谋划”。泛在

网技术通过建构“去稳定化”的“新主体”,给人们

带来了伦理风险,但同时也提出了新的伦理要求,
为伦理建构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主动的谋划”
关键在于两点。第一,积极探索泛在网技术的文

明意义,挖掘新的伦理资源。根据马克·波斯特

的信息方式理论,任何媒介技术都不单是技术本

身,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哲学逻辑与历史建构意义:
媒介技术凭借语言构型及其结构性权力,在交往

行动中建构着主体、世界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一部

媒介技术的变迁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泛在网技术本质上内蕴着文明的意义,甚至能造

就出一个新的文明时代。“伦理”作为构成人类文

明的重要文化因素之一,也潜在于新技术的文明

意义中。充分学习泛在网的技术特性,深刻领会

泛在网技术的文明意义,努力挖掘泛在网技术文

明意义中的伦理资源,是合理的伦理谋划的第一

步。第二,将泛在网技术的伦理资源与传统伦理

智慧进行比对,通过相互整合,超越生成适应于泛

在网技术发展的新伦理图景。新的伦理资源并非

一定具有价值合理性,只有那些符合传统伦理智

慧根本价值的伦理资源才能在本质上有效完成伦

理的价值合理性建构。因此,有必要整合新旧资

源,推进“泛在网时代”伦理建构的自我调适与创

造性转换,生成“发展中”的伦理。
“泛在网时代”的伦理风险本质上是因颠覆伦

理建构的传统路径,打破了传统媒介技术与伦理

建构的“被预定的和谐”。这种伦理风险的道德哲

学真义在于媒介技术发展与伦理建构之间的不相

适应。伦理建构的自身适应力与调整力落后于媒

介技术的迭新速度,尤其是网络媒介技术的更新

速度更有突飞猛进之态势,让整个社会的伦理建

构猝不及防。所以,“泛在网时代”的伦理出路即

是要在伦理预警与伦理谋划中,重建媒介技术与

伦理建构的“被预定的和谐”,实现媒介技术与伦

理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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